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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收入分配曾被视为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 Atkinson，2009)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 NBEＲ)
因探讨要素收入分配的决定因素而建立( Krueger，1999) 。自 1950 年代起，研究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呈
现“恒定性”特征，即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变迁，劳动收入份额没有趋势性变动( Gollin，2002) ，这淡化了
学界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兴趣( Atkinson，2009) 。然而，自 1996 年起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下降( 白重
恩和钱震杰，2009a、2009b) ，自 1980 年代起出现世界范围内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Karabarbounis ＆
Neiman，2014) ，上述数据事实激励学界重新探究要素收入分配问题。
要素收入分配可能与国有经济有关。自 1980 年代起，大量发达经济体与转型国家开始私有化进
程( Estrin et al．，2009; Megginson ＆ Netter，2001) ，即政府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有经济主体。私有化对
宏观经济是系统性冲击，但其理念是追求效率而不考虑公平，这可能影响到要素收入分配。Azmat et
·43·
al．( 2012) 基于 OECD 国家数据，发现公有制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揭示私有化是劳
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中国也经历类似民营化过程。自 1995 年底起，政府执行以“抓大放小”为策略的国企改制，在
1996－2001 年间国有企业数量共计下降 40% ( 宋立刚和姚洋，2005) 。关于国有经济对要素收入分配
的影响，相关研究具有争议: 有文献发现，国有经济比重下降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白重恩
等，2008; 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 罗长远和张军，2009b) ; 相反，有研究认为劳动收入份额随着国有经
济比重的提高而下降( 李稻葵等，2009; 郭庆旺和吕冰洋，2011) 。那么国有经济对要素收入分配具体
发挥着什么作用呢?
本文首先思考目标变量的构建问题。国家统计局分别于 2004 年和 2008 年对国民经济核算统计
口径进行调整，其中 2004 年调整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在 2003－2004 年间骤降 6．3 个百分点，占 1995－













( 1) ( 2) ( 3)
2 位行业代码 3 位行业代码 4 位行业代码
变异系数( CV) 0．2703 0．5302 0．7561
基尼系数( Gini) 0．1454 0．3034 0．4060





与行业异质性的影响，同时依然构建的是宏观数据。在收入不平等研究中，Katz ＆ Murphy( 1992) 曾使
用多维度单元构建工资收入数据，本文的原理与之一致。数据构建的另一个考量是，文献基本使用劳





( 1) ( 2) ( 3) ( 4)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
A 部分: 工人学历结构
研究生 0．2456% 0．0969% 0．2420% 0．2444%
本科 5．7647% 1．7467% 3．2735% 3．2178%
专科 13．7751% 5．7504% 7．7601% 6．2981%
高中 40．4925% 31．5078% 32．6879% 34．0142%
初中及以下 39．7222% 60．8981% 56．0364% 56．2255%
总计 100% 100% 100% 100%
B 部分: 工人每周工作小时数
研究生 41．5000 41．5000 41．9415 41．9315
本科 43．6698 43．5776 44．3192 43．8858
专科 44．9494 45．1036 45．9579 45．7499
高中 47．2683 47．9262 49．1806 48．6991








































































5%和 95%分位数处做 Winsorize 处理。
( 三) 描述统计
表 3 报告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基于经济普查数据，共计得到 9031 个单元观测值。如表 3 的 A
部分所示，单元的平均劳动收入份额为 56．5%，但单元间的劳动收入份额差异较大，其中部分单元的
劳动收入份额大于 100%，这源于单元内部分企业的利润为负值。单元的人均劳动者报酬和人均劳动
产出的对数分别为 2．3 和 2．9，即分别为 9．7 万元和 18．2 万元。单元内的工人的劳动者报酬主要由工
资收入构成，其中工资收入占劳动者报酬的 82．2%。
B 部分给出调整劳动投入相关数据的统计信息。单元的平均工人数量为 10516．4 人，但是单元间
的差异非常大，其中最低工人数量为 2 人，最高工人数量为 1134838 人。单元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2 年，但是单元间的差异较大，有的行业工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5 年，即该行业工人主要以初中
及以下学历为主，而有的行业工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5．9 年，即该行业工人主要以大专及以上学历
为主。单元的工人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 49 小时，相当于每周工作 6 天，每天工作 8．2 小时左右，但是





( 1) ( 2) ( 3) ( 4)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 部分: 主要因变量
劳动收入份额( %) 56．4992 25．6983 18．4762 114．0000
Log( 人均劳动报酬) 2．2664 0．4265 1．5563 3．1498
Log( 人均劳动产出) 2．8963 0．7291 1．6605 4．3840
Log( 人均工资) 2．1702 0．4107 1．4947 3．0238
Log( 人均福利) 0．6362 0．3316 0．0906 1．3405
B 部分: 劳动投入调整
工人数量 10516．4100 32405．2200 2．0000 1134838
人均受教育年限 10．2382 1．2102 7．5000 15．9382




( 1) ( 2) ( 3) ( 4)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 部分: 主要控制变量
国有经济比重( %) 24．3144 33．2574 0．0000 100．0000
资本产出比 0．5967 0．6320 0．0851 2．5791
出口比重( %) 10．1385 18．4319 0．0000 65．2469
外资比重( %) 12．1969 20．8655 0．0000 70．5197
融资约束( %) 2．5269 2．1479 0．0000 8．2153
政府补贴( %) 0．3547 0．7103 0．0000 2．7613
税率( %) 0．9608 1．1976 0．0360 4．8334
成本加成( %) 18．0752 10．7123 3．9789 43．7455
企业风险( %) 24．9873 23．0164 0．0000 81．8182
百人微机数 3．9406 3．6911 0．2158 13．8889
工会比重( %) 56．4172 30．0889 0．0000 100．0000







LSji =α·SOEji+Χ jiγ+δ j+i+ε ji ( 1)
其中 LSji表示第 j 个城市第 i 个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SOE 是各单元的国有经济比重，Χ 是影响劳
动收入份额的单元特征向量，δ 是城市固定效应， 是行业固定效应，ε 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不可观
测因素。在实证分析时，控制的单元特征如下: ( 1) 资本产出比。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产出比之间存
在对应关系( Bentolila ＆ Saint－Paul，2003) ，当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等于 1 时，劳动收入份额不随资本产
出比的变动而发生变化，当替代弹性大于( 小于) 1 时，劳动收入份额随资本产出比的提高而下降( 上
升) 。借鉴邵敏和黄玖立( 2010) 的做法，使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资
本产出比。
( 2) 全球化。全球化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一是外资流入。邵敏和黄玖立
( 2010) 认为，外资流入导致“工资溢出效应”，并最终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罗长远和张军( 2009b)










入份额( 罗长远和陈琳，2012; 汪伟等，2013) 。借鉴贾珅和申广军( 2016) 的做法，使用利息占负债比重
来衡量融资成本，比重越高说明融资约束越严重。
( 4) 政府干预。当要素市场或产品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时，劳动收入份额将偏离其完全竞争条件下










关关系( 贾珅和申广军，2016) 。与贾珅和申广军( 2016) 的做法相同，使用企业的亏损率来衡量企业经
营风险。
( 8) 计算机。计算机可以部分地代替工人工作，那么计算机的普及会导致对工人的需求降低，从
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 邢春冰和李春顶，2013) 。与邢春冰和李春顶( 2013) 的做法相似，使用每百人计
算机数量来衡量计算机拥有情况。
( 9) 工会。从根本上讲，劳动收入份额与工人的谈判能力有关，工人谈判能力下降是中国劳动收
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李稻葵等，2009; 唐东波，2011) 。发达国家的劳资谈判主要通过工会进行，而
工会在中国也广泛存在，因此工会可能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参照 Chu ＆ Wen( 2017) 的做法，使用设立
工会的企业数占总企业数的比重衡量工会覆盖率。
( 二) 潜在内生性问题




































log( Yji ) = ρ·SOEji+Χ jiπ+σ j+τi+eji ( 3)
其中 Y 是人均劳动者报酬 COMP 或者劳动生产率 PＲOD，SOE 是各单元的国有经济比重，Χ 是实
证模型( 1) 中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其他特征，σ 与 τ 分别是城市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e 是不可观
测误差项。
结合式( 2) 和式( 3) ，当国有经济比重对人均劳动者报酬具有显著正向( 负向) 影响时，劳动收入






具有较强解释能力: 第一，如表 4 第( 1) 列所示，当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后，国有经济对
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当国有经济比重上升 1 个百分点，劳动
收入份额会显著提高约 0．14 个百分点。Ｒ 平方显示，国有经济比重与城市效应和行业效应一起，能够
解释劳动收入份额差异的 29．2%，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因此，国有经济的发展很可能促进劳动收入
份额的提高; 第二，在额外控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之后，如表 4 第( 2) －( 11) 列所示，国有经济
对劳动收入份额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国有经济比重上升 1 个百
分点时，劳动收入份额将显著提高 0．09－0．15 个百分点; 第三，其他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与文献
一致。如表 4 第( 11) 列所示: ( a) 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示资本－劳动
替代弹性大于 1; ( b) 劳动收入份额随出口比重提高而上升，随外资进入比重提高而下降; ( c) 融资约
束和政府干预会将低劳动收入份额，但是税收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 d) 垄断力量越强，劳动收入份额
越低; ( e) 企业面临的风险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高; ( f) 企业的计算机普及程度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






对此进行验证: 首先，如表 5 第( 1) 和第( 2) 列所示，当使用地区加总数据时，国有经济比重对劳动收
入份额的影响的显著性有赖于加总程度。当使用省份( 2 位地区代码) 层面数据时，国有经济比重对
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向影响，但是该影响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当使用城市( 4 位地区代码) 层
面数据时，当国有经济比重提高 1 个百分点时，劳动收入份额将显著上升约 0．07 个百分点。虽然地区
细分程度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总的来说，实证结果倾向于正向作用，而且很可能加总到省份层面使
得数据丢失了重要信息。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国有经济比重 0．1359＊＊＊ 0．1261＊＊＊ 0．1322＊＊＊ 0．1259＊＊＊ 0．1364＊＊＊ 0．1376＊＊＊ 0．1504＊＊＊ 0．0949＊＊＊ 0．1414＊＊＊ 0．1372＊＊＊ 0．0910＊＊＊
( 0．0109) ( 0．0108) ( 0．0110) ( 0．0108) ( 0．0111) ( 0．0109) ( 0．0102) ( 0．0094) ( 0．0105) ( 0．0110) ( 0．0087)
资本产出比 2．8973＊＊＊ 1．8471＊＊＊
( 0．7128) ( 0．6282)
出口比重 0．1089＊＊＊ 0．0552＊＊＊
( 0．0191) ( 0．0156)
外资比重 －0．0768＊＊＊ －0．0887＊＊＊
( 0．0171) ( 0．0142)
融资约束 －1．7788＊＊＊ －1．3689＊＊＊
( 0．1378) ( 0．1168)
政府补贴 －0．1435 －0．8793＊＊
( 0．4057) ( 0．3473)
税率 －0．9910＊＊＊ 0．7088＊＊＊
( 0．2939) ( 0．2431)
成本加成 －0．8014＊＊＊ －0．5681＊＊＊
( 0．0357) ( 0．0343)
企业风险 0．4586＊＊＊ 0．3993＊＊＊
( 0．0125) ( 0．0122)
百人微机数 －1．7690＊＊＊ －1．3339＊＊＊
( 0．1096) ( 0．0946)
工会比重 －0．0059 0．0228＊＊
( 0．0121) ( 0．0103)
Ｒ 平方 0．2916 0．2936 0．2954 0．3084 0．2916 0．2927 0．3559 0．4150 0．3233 0．2916 0．4847
注:＊＊＊、＊＊、* 分别表示通过 1%、5%和 10%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的值为城市层面进行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
误。所有回归均控制城市固定效应与行业固定效应。
·24·
表 5 国有经济比重与劳动收入份额( 地区 /行业加总数据)
变量
( 1) ( 2) ( 3) ( 4)




































































































观测值 31 344 39 523
Ｒ 平方 0．6290 0．3696 0．8643 0．3486





















( 1) ( 2) ( 3)
2 位行业代码 3 位行业代码 4 位行业代码
变异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0．2722 0．2917 0．3780
基尼系数( Gini Index) 0．1404 0．1468 0．1688




发现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①。首先，“遗漏变量”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很小。如表 7 所示，基于 Oster
( 2017) 发展的方法，当使用 Bellows ＆ Miguel( 2009) 提出的规则选择 Ｒmax，国有经济比重对劳动收入
份额的影响介于 0．0571－0．0910 之间，0 不在该区间范围内，同时 δ 的估计值为 2．6881，远大于 1，说明
不可观测因素对估计系数的干扰很小; 当使用 Oster( 2017) 提出的规则选择 Ｒmax，国有经济比重对劳动




( 1) ( 2)
边界 δ
Bellows ＆ Miguel ( 2009) ［0．0571，0．0910］ 2．6881












( 1) ( 2) ( 3) ( 4)






















Ｒ 平方 0．4719 0．4714 0．4704 0．4714








表 9 机制分析( 基准分析)
变量
( 1) ( 2) ( 3) ( 4)










Ｒ 平方 0．6206 0．6269 0．6171 0．5261
注:＊＊＊、＊＊、* 分别表示通过 1%、5%和 10%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的值为城市层面进行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
误。控制变量与表 4 相同。表中的系数和标准误均乘以 100。共有 9031 个观测值。
如表 9 所示: 首先，国有经济对人均劳动者报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如第( 1) 列所示，当国有经济
比重提高 1 个百分点，人均劳动者报酬将显著提高 0．076%，即国有经济支付了更高的劳动者报酬。
进一步地，我们将劳动者报酬分为工资与福利收入，如第( 3) 和第( 4) 列所示，当国有经济比重提高 1
个百分点，人均工资收入将显著提高 0．07%，人均福利收入将显著提高 0．058%，即国有经济不仅支付
了更高的工资，也提供了更好的福利，已有研究相一致。例如，Démurger et al． ( 2012) 基于中国居民收
入调查( CHIP) 2002 年数据以及中国城市、农村和流动人口居民收入调查( ＲUMIC) 2007 年数据，发现
国企工人的收入更高，尽管国企和非国企工人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但是差距依然存在，并且工人的禀
赋差异对收入差距的解释能力越来越强; 陆正飞等( 2012) 基于中国 1999－2009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
·54·
据，发现国有企业支付了更高工资，即使考虑到职工教育背景以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动者报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如表 10 第( 1) 列所示，无论对劳动投入进行受教育程度调整、工作时间
调整，还是同时调整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时间，人均劳动者报酬都随着国有经济比重的提高而显著上
升，与前文发现一致。进一步地，我们区分国有经济比重对人均工资收入和人均福利收入的影响，如
表 10 第( 3) －( 4) 列所示，人均工资收入和人均福利收入都随着国有经济比重的提高而显著上升，即
国有经济支付了更高的工资并提供了更好的福利，与前文发现一致。
表 10 机制分析( 调整工人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小时数)
变量
( 1) ( 2) ( 3) ( 4)

































Ｒ 平方 0．5816 0．5777 0．5767 0．5048
注:＊＊＊、＊＊、* 分别表示通过 1%、5%和 10%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的值为城市层面进行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
误。控制变量与表 4 相同。表中的系数和标准误均乘以 100。共有 9031 个观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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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在讨论真实经济周期的经典论文中，Kydland ＆ Prescott( 1982) 特别指出，周期中的产出变化是
由于工作小时数的不同，而非劳动生产率。
六、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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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state－owned economy ( SOE) on labor income share． By using the first Eco-
nomic Census data，we construct“city－industry”cell as the unit of analysis，and find that the share of SO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labor income share，differing from that of literatures using regional aggregates or industry aggregates． Further
analyses results indicate that，the share of SOE significantly increase labor compensation per capita( “income effect”) ，while
having no significant impacts on labor productivity ( no“productivity effect”) ． We obtain these findings since we link the Popu-
lation Sampling Survey data and measure labor input by using working hours． Due to the fact that workers of state－owned enter-
prises work less hours，output per capita will underestimate labor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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